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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政治与社会

政权不安全感与海湾地区冲突的根源析论

［英］蒂姆·尼布洛克

摘　 　 要： 理解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是解决地区冲突的关键。 海湾地区冲

突的原因既不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相互敌对，也不是石油市场中的意

识形态竞争，而在于相关国家的政权不安全感。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海

湾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话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安全因素转变为政权转型

的重要推动力量，并成为获取民众支持及构建国家新的政治基础和框架的

重要工具。 出于安全需求，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三国领导人都采取了保

卫国家、巩固政权、强化自身领导地位等一系列措施。 有意与该地区保持

有效接触的外部大国需要认识到海湾地区国家政权不安全感的重要影响，
并推动建立泛海湾合作的地区框架，提供有助于管理安全问题的地区机制

以减少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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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湾地区的安全问题存在一个悖论：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像海湾地

区一样更有理由确保和平与和谐，但过去五十年间海湾地区的冲突与对抗却好像比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多。
海湾国家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包括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６ 个成员国、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

８ 个地区国家的经济都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与出口。 对于这 ８ 个国家来

说，一旦油气生产与出口中断，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地区国家经济面临的威胁不

仅局限于其领土或邻近海域，跨洋海上航道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 油气出口的长期

中断将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民生和国家政权。 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能确保油

气出口的收入，这些国家将丧失进口必需消费品的能力。 海湾地区恶劣的气候环境

导致集约化农业很难在除伊拉克和伊朗之外的地区国家发展起来，因此该地区的人

口只能依赖大量进口来维系生存。 海湾地区的整体生存环境非常脆弱，民众的生存

空间极易受到不可挽回的永久性影响。 同样，该地区的治理体系也存在共性问题：
政权极易受到地区国家不安全感、民众不满情绪或激进叛乱活动等因素的影响而陷

入动荡。
显然，海湾地区亟需能够推动跨国合作与冲突解决的地区架构和相互谅解，但

目前该地区尚未进行过类似的尝试。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冲突与对抗就一直是海

湾国家间关系的常态。 在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海湾君主制国家或当时尚未独立的酋

长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都将伊拉克视作威胁，其部

分原因在于当时的伊拉克认为自己是地区革命的先驱，将不可避免地与奉行传统主

义的亲西方君主制国家产生冲突。 因此，尽管双方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反对阿曼苏

丹的起义除外），私下里却一直是暗流涌动。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对亲西

方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和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构成了新的威胁。 在此背景下，伊拉克与

海湾君主制国家结成了非正式联盟，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８ 年的两伊战争期间，海湾君主制

国家为伊拉克提供了大量支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

战争，为之后十余年地区国际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今，海湾君主制国家将伊

朗与伊拉克视为“双重威胁”。 不断增长的外部军事存在使得地区冲突呈现出新的

维度，在外部军事存在的影响下，地区冲突开始与民族解放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交织

在一起。 “９·１１”事件与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地区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不同级

别的冲突和对抗相继出现。 在持续加剧的紧张局势中，恐怖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愈加

重要。 始于 ２０１１ 年的“阿拉伯之春”使整个地区陷入了大范围动荡，部分国家甚至

爆发了内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４·



政权不安全感与海湾地区冲突的根源析论


一、 政权不安全感与中东地区冲突的根源

基于上述分析，无怪乎国际社会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待海湾地区，认为冲突将

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于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中。 但仅仅得出这样的结论于该地区并

无益处，这种结论既没有提供解决冲突的基础，也没有指出建立和平的海湾地区秩

序的必备条件。 当前，学界对于海湾或中东地区冲突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东地区冲突的根源在于地区宗教和文化群体间固有的、长

期存在的对抗和冲突的历史。 这种观点既强调基于宗教原因的对抗，突出表现为

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或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对抗，也强调阿拉伯人、波斯人、土
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文化差异。 无疑，这种对抗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当前也

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它们并非中东地区所固有的，也不是地区历史和地区政治中的

持久性分裂因素。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宗教差异在中东主流政治或社会话

语中的重要性并不突出。 当时的地区社会话语体系中充斥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激进意识形态在政治动员和政治辩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过度关注宗教差异会危

害国家事业和人民福祉。 诚然，文化差异确实会对冲突产生影响，毕竟民族主义是

围绕特定的文化—民族而形成的，但其对地区国家间冲突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基于政治原因的对抗不断出现，宗教和文化认同随着政治运动

得到强化。 简而言之，当代宗教和文化对抗更多的是冲突的结果，而非原因。
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媒体中尤为流行。 这种观点认为，中东冲突频发主要原因是

该地区缺乏西式民主制度、人权保护框架等西方看重的价值理念或实践。 这种观点

有一定道理，因为它至少对不尊重人权和人民利益的地区国家政府提出了批评。 但

“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发展表明，强加给其他文化的西式价值观和制度并不一定适

用，这点具有警示意义。
上述两种解释都存在不足。 本文认为，政权不安全感才是形成和影响海湾冲突

最重要的因素，即统治者认为他们的政权基础不稳，容易受到内部篡权、外部攻击、
分裂活动和国内起义等因素的影响。 如前所述，海湾国家比较脆弱，但这种脆弱性

并没有促使地区国家间相互支持，反而导致这些国家为稳固政权而相互对抗。 一些

国家向外部力量寻求支持，使得地区冲突与全球大国竞争交织在一起，导致地区形

势更趋复杂。
卡塔尔与邻国沙特和阿联酋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就是如此。 这三个国家都受

阿拉伯文化的熏陶，具有共同的宗教基础（逊尼派伊斯兰教），政治上都比较亲近西

方，它们的治理体系都比较传统。 在经济方面，它们都依靠石油或天然气的开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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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牟利。 在社会方面，这些国家作为资源禀赋丰富的食利国，国内人口可以获得

充足的福利供给。 自 １９８１ 年以来，这三国都是海合会的成员国，致力于“在各领域

内促进成员间的协调、合作与融合”，使各成员国“融为一体”。① 然而，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以来三国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沙特和阿联酋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和制裁，试图孤立

卡塔尔的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 沙特方面甚至暗示将在沙卡边界建造一条长 ６０ 千

米、宽 ２００ 米的运河，使卡塔尔成为与邻国没有任何土地连接的孤岛。② 沙特和阿联

酋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向卡塔尔政府提出“复交清单”，要求卡塔尔在十天内履行条

款，清单上的 １３ 项条款显然会对卡塔尔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决策产生制约。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举行的海合会峰会曾被寄予厚望，但短时间内该冲突似乎还没有解决的迹

象。 卡塔尔埃米尔并未出席此次峰会，仅派出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会。 峰会公

报表明，冲突各方依然分歧巨大，均不愿做出让步。④

显然，宗教、文化或意识形态差异无法解释断交事件引发的冲突，冲突与政治制

度或人权也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三国对人权问题的态度都极为相似。 因此，冲突的

出现显然另有原因，事实上它源于政权不安全感的影响。
在研究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三国的政权不安全感问题前，有必要将该问题置

于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因为这三国的经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

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
毋庸置疑，对于地区所有国家来说，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阿拉伯之春”发生

后，安全问题在政权转型与政权生存方面的作用发生了变化。
对于马什里克地区⑤北部的共和制国家———尤其是伊拉克与叙利亚，某种程度

上还包括北非的埃及———而言，安全从一开始或至少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便构成

了这些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影响着国家结构和国家政策制定。 为了满足安全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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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西亚阿拉伯国家，埃及因文化属性更接近西亚阿拉伯国家，一般被视为“马什里克国家”。 与此相对的是

“马格里布”（Ｍａｇｈｒｅｂ），意为“日落之地”即“西方”，引申为“阿拉伯世界的西部”，主要包括北非阿拉伯国

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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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国家结构需要变得强大、集中且专制。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威胁主要来自外部：
一旦战略上比较重要或民族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地区国家有了弱点或出现分裂活

动，西方新殖民主义大国便会加以利用。 在此过程中，野心勃勃且装备精良的以色

列为西方大国提供了帮助。 这是地区国家一直面临的安全威胁。 当然，发展问题也

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地区国家没有能力保护自身利益、防范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发展

难以实现。 １９４８ 年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便是如此，在没有更多战略实力支撑的

背景下，巴勒斯坦人步履维艰。 对于马什里克地区北部国家来说，安全是维系政权

合法性和获取民众支持的基础。
肇始于 ２０１１ 年的“阿拉伯之春”并没有像观察家尤其是西方观察家最初预测的

那样，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政权转型。 很多人预期，东欧政权转型的先例会在阿拉伯

地区重演，民众示威和表达不满的活动将导致现有政权的垮台和新的自由民主政体

的建立。 事实却并非如此，当前的阿拉伯国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 ２０１１ 年后没

有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和大部分海湾君主制国家；另一

类是民众示威抗议导致国家陷入内乱且尚未恢复稳定的国家，如叙利亚、利比亚和

也门。 埃及最初发生了政权更迭，但其目前的治理方式与 ２０１１ 年之前并没有多大不

同。 只有突尼斯似乎是唯一符合预测、实现政权转型的国家。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尤其是国内安全威胁更加突

出。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统治当局已无力控制本国领土，伊拉克在 ２００３ 年战争后就一

直如此，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国西北部建立势力范围后，这种状况进一步恶

化。 一国政权获取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有能力在国家统一的框架内提供

安全，虽然这个观点有时并不令人信服。 政治反对派往往声称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

际层面提供安全，这构成了他们的合法性基础。

二、 “阿拉伯之春”对沙特、卡塔尔与阿联酋政权安全的影响

政权转型并不一定表现为重大的制度变革。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马什里克北部地区

国家的政权转型表现得比较明显，而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经历的是表现不明显但

却是根本性的政权转型。 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虽然延续了之前的政治制度，但国

家内部的运作方式已完全不同。 转型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海湾君主制

国家也不例外。
过去，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是其历史成就或遗产、宗教权威、民众

所需的服务和福利供给，以及富有魅力的领导层。 为维持统治，统治者在部落领袖、
宗教领袖、商业大亨或商业利益方、政府管理和服务部门关键人士等不同的利益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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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之间进行平衡和操控，以此实现有效的治理。 王室内部的竞争派系和位高权重人

士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协调。 统治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着国家资源（主要来自油气生

产），同时也需要一群“同伙”帮助其维系和运行政权。 在此过程中，统治者需要谨慎

地维持治理有效性和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平衡。 为获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统治者需

要向所有民众提供足够的基本福利，并在此基础上使其中的特定群体获利，以此来

应对有组织的反政府浪潮。

的确，所有国家都依靠警察、军队和情报部门等安全力量来使国家免受外部袭

击或内部动乱的影响。 但在过去，安全其实还不是政权合法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当时安全并非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性基础，也不是民众追随政权的主要原因。 然

而，“阿拉伯之春”后，这些问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民众起义使国家的不安全感迅

速加剧，迫使政权通过自主转型来应对新的威胁。 尽管国家制度依然维持原样，政

权的核心特征也基本相同，但事实上政权已经出现了变化。 出于安全需求，卡塔尔、

沙特和阿联酋的领导人都实施了保卫国家、巩固政权、强化统治阶层中的领导人地

位等一系列措施，着手处理影响国家团结的深层次问题。 三国领导人的新措施试图

使政权在国家面临威胁或需要应对威胁时能够做出强有力的反应，这也是他们获取

和动员民众支持的主要方式。

对于海湾君主制国家来说，政权的合法性话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阿拉伯之

春”发生前，安全并不是这一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统治者为继续当权，高

度重视安全，甚至为此调整了国家结构和国家政策。 国家的运作方式与 ２０１１ 年之前

已截然不同，统治者对安全的迫切需求导致政权开始自主转型。 这也是卡塔尔和两

个邻国之间危机长期化的原因所在。

如果我们从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三个国家内部来观察这种不安全感所导致的

政权转型，可以发现其进程是统治者所推动的“计划”①。 为实现这一计划，统治者重

重布局，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导致政权出现转型。 在此过程中，安全是最重要的推动

因素，也是获取民众支持及构建国家新的政治基础和框架的重要工具。 在这三个国

家内部，推动该进程的核心领导人分别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

萨尼（Ｔａｍｉｍ ｂｉｎ Ｈａｍａｄ Ａｌ Ｔｈａｎｉ）、阿布扎比王储兼阿联酋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穆罕

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ｉｎ Ｚａｙｅｄ Ａｌ Ｎａｈｙａｎ）和沙特王储兼副

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勒沙特（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ｂｉｎ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ｌ Ｓａｕｄ）。 这三人

之中，塔米姆是国家统治者，其余两人都不是，但三人都是推动这场变革的核心人

·８·

① 笔者与科威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加尼姆·纳加尔（Ｇｈａｎｉｍ ａｌ⁃Ｎａｊｊａｒ）教授交流时受到他的启发，遂使

用“计划”一词，谨对纳加尔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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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笔者将在下文中对三个国家的“计划”逐一分析，分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将地区

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某一方，而是试图理解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三、 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计划与地区危机的演进

（一）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计划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制定的计划发生在“阿拉伯之春”后，并与海湾君主制邻国

之间产生了冲突。 这场冲突其实可以追溯至卡塔尔前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哈马德

统治时期。 由于沙特在地区内相对强大且占据主导地位，哈马德在 １９９５ 年成为卡塔

尔埃米尔后一直试图通过与沙特唱反调来彰显卡塔尔的主权。 因此在哈马德执政

时期，卡塔尔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与以色列建立非正式关系，支持哈马斯和鼓励穆

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在地区的发展，开通半岛卫星电视台并允许批评除

卡塔尔以外的其他阿拉伯政权，甚至在伊朗与沙特对抗期间依然与伊朗保持稳定关

系。 毋庸置疑，卡塔尔的这些举动不仅为了证明该国实现独立自主的决心，还反映

了该国的意识形态。 卡塔尔对穆兄会的支持表明该国认为，阿拉伯世界的问题最好

通过民众支持的、有强有力领导的、符合保守伊斯兰价值观的运动来解决。
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沙特在政策上一直避免与卡塔尔出现公开对抗。 当时

沙特的外交政策相对低调，它依靠美国来保障自身安全，对海合会成员国主要采取

劝服而非威胁的方式。 但“阿拉伯之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在沙特看来，卡塔尔的

举措不再是微不足道的邻国的故作姿态，卡塔尔对不断发展的政治运动的支持使沙

特感受到了安全威胁。 在埃及和利比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包括叙利亚，当世

俗的自由主义受挫后，穆兄会的代理人开始提出政治倡议甚至夺取政权，而沙特领

导层认为这些运动对沙特政权的生存及稳定构成了直接威胁。 穆兄会的激进分子

的确对沙特政权提出过诸多批评，认为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太过亲密，对沙特的宗教

权威也表示不屑。 在此背景下，卡塔尔政府对穆兄会的支持帮助穆兄会实现了扩

张，自然会被沙特视作敌对行为。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卡塔尔的这种行为还对沙特

的地区领导权形成了挑战，严重削弱了沙特对于地区环境的影响力。 即便在海合会

内部，沙特的领导力也难以得到保证，这意味着沙特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被大幅度

削弱了。
对阿联酋政府来说，卡塔尔支持穆兄会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更加严峻。 ２０１１ 年之

前沙特政府对穆兄会的态度相对友好，有时甚至在地区争端中向穆兄会提供直接或

间接支持，但阿联酋对穆兄会的态度截然相反。 ２００４ 年阿联酋总统扎耶德（Ｚａｙｅｄ
ｂｉｎ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ｌ Ｎａｈｙａｎ）去世后，穆兄会被视为阿联酋的主要安全威胁。 对于阿联酋来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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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迫使卡塔尔停止这种“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势在必行。
笔者之所以将卡塔尔的一系列措施称作“塔米姆计划”，是因为 ２０１１ 年后卡塔

尔与沙特和阿联酋的对抗已经———可能必然会———被塑造成超越彰显主权的行动。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塔米姆接任卡塔尔国埃米尔以来，受到卡塔尔支持的民众运动在“阿
拉伯之春”后影响力迅速扩大，卡塔尔的地区地位因此有所提升。 卡塔尔不断扩大

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使该国国内涌现出一种自豪感，认为卡塔尔已经拥有了改变地

区的实力。 可以说，民众支持、地区认可和不断增强的国际角色是卡塔尔独立和安

全的主要支柱。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对卡塔尔的封锁使得“塔米姆计划”的影响

进一步凸显。 然而，封锁的效果似乎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迫使卡塔尔政府改变政策，
反而在卡塔尔民众中形成了一种动员效应，实际上制裁和封锁经常会起到这样的效

果。 在卡塔尔受到封锁后，大部分卡塔尔人和在卡的外国侨民都团结在政权周围。
封锁还对卡塔尔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卡塔尔与伊朗恢复了外

交关系，此前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伊朗示威者冲击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时，卡塔尔曾与沙

特站在一起。 特朗普政府最初强力支持沙特一方①，但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卡塔尔与美

国举行了“新战略对话”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称卡美双边伙伴关系涵盖国防、反恐、打
击极端主义、贸易和投资等具体领域。② 两国政府还在会后发表了《安全合作共同声

明》。 有意或无意之间，卡塔尔的政权安全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巩固。 卡塔尔已经不

太可能对沙特和阿联酋提出的要求作出妥协。
（二）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计划

２０１５ 年前的沙特政治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支柱。 其一，国王的中央权威，国
王的执政能力源自他能够平衡统治家族内部的不同派系和分支；其二，沙特王室传

统权力赋予的合法性政治哲学；其三，瓦哈比派宗教领袖的调解；其四，宣扬保守的

社会行为准则，并使国内民众的价值观与其相契合；其五，利用石油美元来平息民众

的不满情绪；其六，独特且富有竞争力的武装和安全部队；其七，寻求维系政权安全、
避免冲突公开化的低调外交政策。③ 王室家族、乌里玛领袖、部落首领、商业大亨或

·０１·

①

②

③

在沙特等国宣布封锁卡塔尔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的一系列言论表明其“似乎对外交和经

济封锁表示认可”。 特朗普曾在推特上写道：“在我最近的中东之行中曾说过，不能再为激进意识形态提供资金

支持。 看，领导人指向了卡塔尔！” 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表态则比较谨慎，因为他们意识到美国还有 １ 万名军人

驻扎在卡塔尔的乌代德（ａｌ⁃Ｕｄａｉｄ）空军基地。 参见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Ｗｉｎｔｏｕｒ，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Ｔｗｅｅ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Ｑａｔａｒ，”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Ｊｕｎｅ 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ｊｕｎ ／ ０６ ／ ｑａｔａｒ⁃ｐａｎｉｃ⁃
ｂｕｙｉｎｇ⁃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ｓ⁃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ｅ⁃ｆｏｏｄ⁃ｄｕｅ⁃ｔｏ⁃ｓａｕｄｉ⁃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参见“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Ｑａｔ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ｒ ／ ｐａ ／ ｐｒｓ ／ ｐｓ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２７７７７６．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参见 Ｔｉｍ Ｎｉｂｌｏｃｋ，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６， ｐｐ．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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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家族、国家高官（包括文官与武官）支撑着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 如今，这种政

治体制支柱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中央权威，掌握在沙特王储手中的中央权威较之

前更加强大。 在沙特，被现行政策所吸引的社会阶层、政权宣扬的民族精神以及深

层次的合法性理念均已发生了重大转变。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阿拉伯之春”在此次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这种角色

在主要阿拉伯国家中表现得既不直接，也不明显。 最初，沙特在应对危机时并没有

遇到太大的困难，也没有经历彻底的转变，仍采用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和在关键领域

推进改革等相对传统的手段来平息民意。 此时，政权的社会支持尚比较稳固，沙特

国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但社交媒体、部分沙特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上批评国

家运作方式的声音不断增强。 很多民众指责沙特的教育系统无法满足全球经济竞

争力的需要，部分是由宗教领袖影响国家政策而造成的；持续高企的青年失业率令

人难以接受；宗教警察的活动令人厌烦，导致社会生活尤其是妇女生活受到限制；腐

败现象严重，在为高层人士带来利益的同时，对决策规划和其他阶层的经济发展造

成损害；极其昂贵的高端武器进口浪费了国家资源，国家却不一定能在缺乏外部支

持的情况下保卫其领土；尽管在政策上试图减少移民数量，但国家经济却越来越依

赖外国劳动力。

上述现实表明，沙特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世俗自由派或伊斯兰改革派①正在

通过不同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成为沙特政权的新兴社会阶层。 这些人一方面批判沙

特的现状，另一方面支持对国家体系进行重大变革。 随着叙利亚冲突和伊拉克冲突

的发展，沙特民众的不安情绪受到煽动。 伊朗的越境活动愈加频繁，尤其活跃在沙

特存在明确安全利益的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之后的也门。 沙特国民的这种

担心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而非仅仅是“传统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相互反

感”（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ｎｎｉ⁃Ｓｈｉｉｔｅ ａｎｔｉｐａｔｈｙ）。 伊朗人口数量高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总人

口，又有实质性的战略深度与战略力量，具备了追求地区霸权和领导能力的基础。

在沙特看来，伊朗有可能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作为少数群体的什叶派来削弱它

在阿拉伯地区的敌对力量，且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伊朗与“Ｐ５＋１”（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和

德国）签订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能使伊朗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新兴的社会阶层本身并不具有政治意义。由于沙特政权使用“传统工具”来应对

危机，且新兴阶层的基础薄弱，沙特各阶层的不满逐渐被淡化。但近年来沙特王室中

心的政治变动令事态出现了转折：权力顶端出现了一股旨在巩固权力、削弱王室内

·１１·

① 沙特国内部分伊斯兰激进分子不仅反对沙特政府的政策，还反对整个沙特政权。 由于这些激进分子

并不愿加入沙特的政治体系，本文没有将他们归为新兴社会阶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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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挑战力量的派系，该派系试图利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建立政权合法性的新基础。
沙特国王萨勒曼无疑支持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进的这项战略。穆罕默德·本·
萨勒曼在２０１５年１月萨勒曼国王登基时就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和新成立的经济与发展

事务委员会主席，同年４月被任命为副王储兼第二副首相，并于２０１７年６月被正式指定

为王储。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成功实现了“多级跳”，变得大权在握，
虽然有时权力仍受到父亲的制约。

２０１６年４月，沙特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在穆罕默德王储的领导下提出了“２０３０
愿景”转型计划，试图将沙特打造成一个更加多样化且以私营部门为导向的经济体，
强调电子政务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沙特在该国西北部地区打造的 “尼尤姆新

城”（Ｎｅｏｍ Ｃｉｔｙ）计划同样意义深远，该计划旨在吸引可再生能源、生物科技、机器人

技术、先进制造业和旅游业方面的重要投资。 本文并不关注这些措施能否取得成

功，重要的是该计划吸引了沙特国内一部分新的社会阶层。 然而，这项战略并不包

含政治自由主义的元素。 相反，国家层面的安全得到加强，沙特的安全政策开始变

得更具主动性与侵略性，政府不仅以反腐为由逮捕王室高级成员和商界巨鳄，还逮

捕推动诸如妇女权利改革的社会自由派人士。
政治领导层与政权结构的变化严重影响了沙特的外交政策。 对沙特政府而言，

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不仅要消除威胁国内稳定的隐患，还必须制定相关政策使国家免

受外部干涉并将沙特打造成地区大国。 在海合会内部，沙特若要取得该组织的领导

权，便需要得到至少一个海合会成员国的支持。 阿联酋的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渴

望扮演这种支持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沙特还要确保没有其他海合会成员国损害沙

特的战略，因此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指定为王储后，沙特很快就开始抵制卡

塔尔。① 在泛海湾地区层面，同样追求地区领导权的伊朗与沙特形成了敌对关系，尤
其是当伊朗的战略活动对沙特安全构成威胁时，双方的敌对关系便进一步凸显，这
在也门危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 ２０１５ 年的“决断风暴”行动和此后的“恢复希望”
行动中，伊朗都是沙特针对的重点目标。 基于这样的逻辑，沙特还计划加强皇家海

军的力量并在吉布提建立基地，旨在阻止武器与其他物资流入也门胡塞武装的手中。
（三）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计划

阿联酋的安全关切涉及范围广、领域多，但其安全漏洞属于结构性问题，很难通

过政治技巧或外交平衡手段来加以解决。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

计划在最近十年，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后才被纳入阿联酋决策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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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沙特政权需要证明自身实力及政策独立性，但沙美关系依然非常重要。 ２０１７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

利雅得期间呼吁对地区内支持恐怖主义的势力采取行动，两周后沙特宣布对卡塔尔实行封锁。 特朗普在社交

网站发布的消息中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



政权不安全感与海湾地区冲突的根源析论


第一，从阿联酋的常住人口来看，本地人少于外国人。 自 ２００５ 年后阿联酋就一

直没有开展过法定的人口普查，该国的人口估算和国内实际人口数量构成并不一

致。 尽管如此，关于该国人口的一些数据还是比较明晰的：阿联酋本国国民占常住

人口总数的 １３％，达 １００ 余万，剩下的 ８７％均为外国国民。① ２０１８ 年，阿联酋的人口

总数达 ９５０ 万。 其中，南亚人口占一半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各占 ２７％和 １６％，是

阿联酋最大的两个人口群体。 阿联酋人口不寻常之处在于，该国 ９２％的人口居住在

城市，男女比例为 ７２：２８。 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国家具有一些共性特征，如卡塔尔国内

本国人口占比也很低，但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到各自的方法来应对人口结构失衡带来

的安全、社会和政治问题。

第二，传统上阿联酋分散的决策结构降低了行政效率。 有时联邦政府很难将国

家政策推行下去，即便在组织安全部队等重大问题上亦是如此。 联邦政府的发展政

策需要为七个酋长国留有空间，使各酋长国都可以维护和追求自身的经济、政治利

益。 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联邦政府需要同各酋长国谈判，而不能直接将政策强加

给酋长国政府。 在国家运作过程中，人口几乎是阿布扎比两倍的迪拜拥有较大优

势，几乎就是联邦的商业首都，这使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对内经济一致性问题都受到

影响，并由此衍生出了安全问题。

第三，阿联酋在陆地或海洋上与沙特和伊朗两个重要且经常敌对的地区大国接

壤，阿联酋和沙伊两国都共享边界或存在领土争端。 沙特和伊朗都将“触角”伸向了

阿联酋，阿联酋国内部分人口认同沙特或伊朗的文化、宗教、历史或部落。 阿联酋在

历史和文化方面同阿曼具有共性，阿联酋的军队曾招募过阿曼人，阿曼人在阿联酋

军队中曾一度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第四，阿联酋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因此需要确保出口石油的海洋通道自由

且安全。 域内外都存在可能威胁这条海洋通道安全的因素。 对阿联酋来说，凭一己

之力来维护这条通道的安全似乎不太可能，它需要获得更强大的国家的支持。

为使安全威胁得到控制，阿联酋在国家成立后的前四十年间，在国内和国际两

个层面实施“全面平衡”（ｏｍｎｉ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战略。② 在国内层面，各酋长国之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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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段中的数据有不同的来源，但总体趋势与“世界人口评论”网站数据保持一致。 参见“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ｕｎｉｔｅｄ⁃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格尔德·诺尼曼（Ｇｅｒｄ Ｎｏｎｎｅｍａｎ） 首次将“全面平衡” 战略的概念用于解释海湾地区，详见 Ｇｅｒｄ
Ｎｏｎｎｅｍａ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 ｐｐ． ６－１８。 “全面平衡”一词通常只用于解释外交政策，笔者在本文中使用该词来分析国内政

治进程。 不管用于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全面平衡”主要是指一国通过与不同国家、力量、利益团体保持合

作或对其提供支持（或满足其部分利益需求）来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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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着精妙的平衡；酋长国向私人投资和私人企业提供合理的空间，国家可以保证

就业率和民众的社会福利；通过商业合作，统治家族和商业巨鳄的利益得到融合；教
育投入稳步提高，但是民众期待的政治开放并没有实现。 在国际层面，阿联酋坚持

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并采取不结盟的立场，同时又保持与西方相联系的国防和外交

政策。 通过援助和投资，阿联酋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结成了共同利益的纽带。 在两

伊战争期间和随后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对抗中，阿联酋与其他国家一道反对伊朗。
但实际上，阿联酋尤其是迪拜的商业人士却和伊朗商人保持联系，客观上促进了

伊朗的经济发展。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起，新兴大国尤其是亚洲大国崛起后，阿
联酋很快与它们建立了联系。① “全面平衡”战略主要推行于扎耶德总统时期，即从

１９７１ 年阿联酋独立至 ２００４ 年扎耶德去世前的这段时期，这需要极富技巧的外交

手段。
然而，“阿拉伯之春”破坏了阿联酋“全面平衡”战略的基础。 在阿联酋看来，穆

兄会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兴起对该国政治秩序的稳定与生存构成威胁。 基于保守伊

斯兰价值观的民众动员势必将影响政权的合法性、一致性和政策回旋余地。 穆兄会

在整个地区都具有影响力，它所奉行的政治和社会准则———如建立一个更加伊斯兰

的政体或社会———对一部分阿联酋民众具有吸引力，该组织的兴起还受到了邻国卡

塔尔的有力支持。 对阿联酋而言，呼吁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可行的危机处理

方式，尤其是大部分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言论都是由穆兄会提出的。② 此外，外部

平衡也无法再保障政权安全：西方大国寻求调解阿拉伯世界不断涌现的民众运动的

方法，但不见得会支持这些国家的现有政权。 ２００３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导致的政治失

序，使得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大幅上升，如今伊朗又有机会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

地区其他国家继续扩张。 阿联酋担心强大且可能拥核的伊朗会成为西亚地区的新

霸主，到那时候就不再有“全面平衡”的余地了。
出于新形势下的安全需求，那些渴望改革并支持政治集权的群体的地位得到了

提升，能够应对潜在对手的安全机构和国内安全措施得到了强化，阿联酋的军队被

派驻至更远的地区，阿联酋的国际形象也转变为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守护者。 在这个

过程中，阿联酋公民感受到了新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新基础。
阿布扎比王储兼阿联酋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就是这个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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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阿联酋的外交政策，参见Ｋｈａｌｉｄ Ｓ． Ａｌｍｅｚａｉｎｉ， Ｔｈｅ ＵＡ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２；Ｈａｓｓａｎ Ｈａｍｄａｎ Ａｌ⁃Ａｌｋｉｍ，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ａｂ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ｑｉ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半岛电视台对地区事件的报道提供了一个公开的论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兄会在电视节目中的

言论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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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推动者。①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财政危机削弱了迪拜的商业和经济地位，经济控

制的杠杆掌握在了阿布扎比政府的手中，使得该计划的推行更加顺利。 然而，阿联

酋自身并不具备承担地区重大责任的实力，它需要与重要的地区大国开展合作，也
只有沙特可以有效扮演这个角色。 阿联酋同沙特两国合作，可以在更广泛地区的安

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新战略对卡塔尔和伊朗都产生了影响。 现在看来，沙特和阿联酋的安全利益是

相互依赖的。 阿联酋不愿让卡塔尔继续追求政策独立性，认为卡塔尔这样做会威胁

阿联酋的安全。 尽管传统上阿联酋一直主张对伊朗政权采取怀柔政策，但在新战略

的指导下，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敌对。 阿联酋和沙特认为，伊朗是地区

安全的重要威胁，且伊朗的影响力已被证实覆盖到了海湾和印度洋地区。 沙特和阿

联酋政权需要保障自己的国内安全并维护两国在更广泛地区的安全利益。 因此，阿
联酋和沙特在非洲之角建立的基地和两国在也门的军事行为都是这项新战略的

产物。

四、 结　 语

本文分析了“阿拉伯之春”对海湾国家的影响以及对这些国家所造成的安全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海湾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进行了解释。 本文认为，海湾冲突的

原因既不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相互敌对，也不是石油市场中的意识形态竞争，
而在于相关国家的安全关切。

解决海湾地区的冲突，首先需要理解地区每个国家的安全关切。 地区国家的一

些政策看似野心勃勃或怀有恶意，其实可能只是对其他国家在全球或当地层面主动

行为的一种回应。 有意与该地区保持有效接触的外部大国需要认识到海湾国家政

权不安全感的重要影响，并推动建立泛海湾合作的地区框架，以此向地区国家政权

提供安全保证并减少这种不安全感。 在争端之中选边站或提供武器支持一方和反

对另一方的做法无法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反而会使问题趋于恶化，使那些被视为

敌对国家的不安全感进一步上升，激起这些国家对邻国采取破坏性行动。 因此，外
部力量向海湾地区提供的支持应当是有助于管理安全问题的地区机制。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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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职权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 他是阿布扎比行政委员会主

席、阿联酋最高石油委员会委员、阿布扎比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穆巴达拉发展公司（Ｍｕｂａｄａｌ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董事长和阿布扎比投资局局长。 在阿联酋军队中，穆罕默德王储拥有上将军衔。


